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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共享与尊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

张贤明 高光辉

［摘 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事关其目标设计和路径选择，对实际推行过程中的具体

部署和可能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只有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才能调和理念、凝聚共

识，为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可以从三

个方面加以把握: 其一，社会公正是引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导向; 其二，成果共享是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理念; 其三，人的尊严是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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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党的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
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

这一战略部署

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至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之前提的高度，表明扎实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刻不容缓的优先任务之一。与此同时，

学界依托这一政策契机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展开了诸多视角的考察与探讨。从学理上说，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关分配正义、公共认同等政治价值观念，是价值意蕴极深的一个命题，而秉

持何种价值立场则将最终决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走向: 一方面，价值定位在很大程度上直接

关系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设计和路径选择，对制度安排过程中的具体部署和可能走向都

会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也有利于调和理念、凝聚共

识，从而为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由是，明确价值定位对于现阶段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而言，则为首要之举。

一、社会公正: 引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导向

一般而言，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涵盖全体社会公众，并满足全体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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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最低公共资源需求的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提供公共服务

和公共物品，它在享有服务的广泛性、满足需求的根本性以及覆盖范围的完整性方面，往往更多

地涉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存和发展的 “根本权益”和“底线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

上是为社会提供一张“安全网”，使每一名社会成员都能获得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基本

的发展起点。应该指出的是，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上下拉平、强求一律，它不仅不反

对社会成员拥有自由发展、自主选择的权利，相反，它还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

权利提供前提性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侧重于对基本需求的

满足，着眼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正因为如此，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理应

将社会公正作为具有根本性的价值导向，使对社会公正的追求成为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主线。
那么，以“社会公正”为根本价值导向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对于何

谓公正的讨论发轫于古希腊时期，但其内涵历久弥新，特别是在当代政治基本理论中，公正的学

术话域已经更多地围绕“社会公正”而展开。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开篇即讨论公正问题。基

于城邦这一共同体，他将公正理解为城邦内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也就是哲学

王、卫士和工匠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柏拉图对公正的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亚里士多

德。亚氏在论及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区别时指出: “前者为奴，后者为主，各随其天赋的本分而

成为统治和从属，这就有益而合乎正义。”［2］18 － 19①由此观之，这种公正观强调社会分配要与个人

禀赋或曰个人德性相一致，实质上是按照人们身份的分别来对社会成员作出差序式的安排。与此

不同，尽管现代政治学理论对于公正内涵的探讨存在诸多复杂的分歧，但总体说来，至少可以将

其归结为两个主要面向，即权利和平等。从权利的角度来看，社会公正强调每一个体都享有一些

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虽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对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任何

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关于这类基本权利的共识性规范。实现这些基于共

识性规范的基本权利既是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需要，也是共同体本身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共

同体旨在提供供给，而供给则服务于共同体……我们相聚在一起，签订社会契约或反复申明我们

签了社会契约，其目的便是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珍视这份契约，就在于那些需要能够得到满

足。”［3］80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既是其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先决条

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共同体内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从平等的角度来看，在有关社

会公正的讨论中对于平等的范围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其中的一个基本底线是主张每一

个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起码的机会平等。罗尔斯在论及两个正义原则的作用时指出: “正义的主

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其理由是它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广泛并自始至终。这一结构在划分社

会合作产生的利益时使某些出发点比另一些出发点更为有利，两个正义原则要调节的正是这些不

平等。”［4］96
这一点与上述古典公正观中依据个人禀赋决定社会地位的看法恰好相反。一个人具有

何种天赋，出身于何种家庭，成长于怎样的社会环境，这些因素并不是可以自主决定的。但是，

正是这些偶然性因素会对个人生活目标的设定和实现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通过相

应的制度安排来减少偶然性因素对个人生活前景的破坏，特别是应该考虑到那些由于自身无法控

制的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使他们在追求其生活目标的道路上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起点。就

此而言，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信念即在于，在满足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面前，每一个人都应

该是平等的。
在对社会公正有了一个基本把握之后，还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将社会公正作

为当前中国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理念上看，将社会公正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价值导向，既顺应人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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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相对于

古典公正观而言，现代公正理念更为关注平等地对待人们的基本权利，这是新的社会背景下公正

观念的重大转变。如果要将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贯穿到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过程之中，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着眼于广大民众的基本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

方式和结构体系。这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公正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合理期待，对当下中国可持续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及对消费资料的分配时指出，

在对总的消费品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要扣除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

设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并且还特别强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5］303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

社会公正为根本价值导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恪

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品格，为实现其最高纲领而不断奋斗的具体表现。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提

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并且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提问时，将促进社会公正

作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① 这表明，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已成为当前推动中国改革发

展的一个指导性思想。有鉴于此，我们理应以社会公正原则去指导中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其次，从必要性来看，将社会公正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价值导向，是巩固改革成

果，取得更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长远来看

是一致的，可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差别及内部矛盾的客观存在，中国在改革发展突飞猛进的过程

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公正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三

个主要方面: 即贫富差距拉升幅度过大; 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弱; 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总体

状况偏弱。［6］
应该说，这些都是不容回避而且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问

题，才能避免由于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而在相关的问题

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公共物品同社会公众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它们是否被人们

普遍享有和切实保障也是激化或缓解社会矛盾、破坏或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社会公正为

价值导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也是主张社会成员在追求其生活目标的过程中，对

利益差异所导致的利益矛盾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解、缓和，从而使利益冲突可以在制度化的渠道

中得到排解，防止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因为社会失序而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毁于一旦。从另一个方

面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我们的发展究竟能否做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建构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推动经

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激活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国家吝于提供

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或者在一个人们的基本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社会里，它还能够获取长期

持续的发展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社会公正为根本导向，向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

服务，也是加快结构调整、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从可行性来看，中国 30 余年的改革发展成果已经奠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

为促进社会公正创造了有利条件。任何一个理想都不可能凭空实现，社会公正固然是一个值得去

追求的崇高理想，但它的实现也需要合适的条件。令国人欣慰的是，综合考量各方面的情况，当

下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首先是经济基础。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

济总量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11 年全年的国内生

产总值已 经 超 过 47 万 亿，比 上 年 增 长 9. 2%，全 年 公 共 财 政 收 入 超 过 10 万 亿，同 比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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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8%。［7］
如果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为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基本前提

的话，那么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则是更进一步的保障。其次是制度基础。尽管明确提出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但相关方面的实践一直都在不断推

进，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一些制度已初具雏形。目前中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

育，并且初步建立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医保体系已实现全

民覆盖。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无疑会有助于今后一个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深入推行，从而

更进一步促进社会公正。第三是民意基础。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和追求日益成为当前中国各个阶层

的普遍共识，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关于利益分配的主流期望。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积极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是人心所向，必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理应顺应民

意，顺势而为。

二、成果共享: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理念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价值定位，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明确其根本导向，还应该深刻把

握其具体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内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的领域极为广

泛，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异质化程度高的特点，更是应该注意科学统筹、合理

有序地推行。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但核心一点是要围绕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做文

章。所谓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是要让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创造出来的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使全体人民都能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中普遍受益。之所以要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中牢固树立起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既是由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

的，同时也是“均等化”诉求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从价值定位的角度来说，抓住了改革发展

成果共享也就抓住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
首先，树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有助于理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

路。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方案的整体优化需要用正确的价值理念加以规范和指引。改革发展

成果共享的理念是在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以对社会发展状况的通盘考虑为基础提出来

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核心理念，对于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明确工作重点，找准制度创新的突

破口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就实施主体而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强调政府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切实承担起政府责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

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能够有效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市场机制在发展成果的创

造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是对于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而言，市场机制则存在固有局限。这是

因为，成果共享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利益格局的整体均衡，但一般说来，各个分散的市场参与者不

仅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也往往缺乏这方面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政府主导是改革发展成

果共享理念的内在要求。具体到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上，就更是如此。这里应该强调的

是，如果笼统地谈公共服务，主张供给主体多元化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 “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的特殊性在于它更多地位于市场失灵或效率机制难以合理配置基本社会资源的关键领域”［8］，

因此，理应将政府作为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为重要的实施主体。其二，就财政支持而言，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意味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

占的比例。提供财政支持是政府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

收入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成果。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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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应该说这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在国家财政支出领域的另一种表述。与此同时，虽然不断增长

的财政收入为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有的财政支

出结构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所占的比重还有待增加，其中一些指标甚至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 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并没有从一般竞争性领域真正退出，还存在 “与民争利”的现象。
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理念出发，就必须消除这种 “缺位”与 “越位”并存的状况，合理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实现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9］
其三，就政策取向而言，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向基层、农村、欠发达地区以及弱势群体和困难群

众倾斜。毋庸讳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

层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现状提出来的。共享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基层、农村、欠发达地

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共享不足。因此，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要

提升这些地区和群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也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理念的现实要求。
其次，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有助于破除观念障碍，减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阻力。社会不是由原子式的个人简单叠加而组成的聚合物，而是一个有其自身运动发展规律的有

机体，这是讨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理念的基本前提。个人生活理想的实现离不开以社会合作为基

础的个体社会性维度的充分发育，这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同时也需要社会成员之间通

过团结互助以抵抗共同面临的社会风险。邦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 “不确定性

的回归”，而“‘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中’首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已不再被当作秩序问

题而是被当作风险问题”［10］13。就此而言，空前复杂化、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成

员之间的共享精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树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理

念，其实也是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提供一种社会观念层面的支撑。如前所述，推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在政策取向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倾斜不应该只是

诉诸人们对于落后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同情、怜悯等情绪化认识或个人道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

说，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是对利益关系的一种调适，这个过程并不总是 “正和博

弈”，特别是在“补偿性共享”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于 “零和博弈”
的状况。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难免会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调整。不难想

见，如果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认识，利益格局的调整势必会困难重重。因此必须将这种个人层面

的道德观念积极转化为全社会道德共识的一部分，因为 “只有当个人道德已经完成了向公共道

德的部分转变，而且没有谁能够合理地拒斥这个转变之后，对道德冲突实施政治上的解决才变得

可能，政治合法性也才能有效地得到保证”［11］145。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起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

价值理念，使这一价值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认同，不仅有助于这种公共道德的建构，从而减

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阻力，同时也能够有效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和政治

成本。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

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364。可以认为，改革发

展成果共享理念的提出，是在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条件下，对邓小平上述谈话精神的一个积

极回应。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对于消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争取各个方面对于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理解和支持无疑会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正确把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性、

动态性以及与具体国情之间的适应性。当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很大，对

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期待也很高，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受到认真对待。但

是，如果因此就盲目许愿，不顾实际情况地“大干快上”，很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从改

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加以审视，我们可以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过程形成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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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科学、更为全面的认识。其一，就条件性而言，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以具体的发展水平

为前提，以共享与共建之间的相互促进为条件。改革发展成果既是共享的对象也是共享的前提，

没有改革发展成果就谈不上共享。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应该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出发，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前面曾经提到，目前我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为推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基础，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应该

与这一初步基础相匹配，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也要避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特别

是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强调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但扩大到什么

程度应该以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透支财力以图一时之快的做法难以长久。另一方面，共

享与共建是相互依存的，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有利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纳入到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中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搞不行，搞得过头也不行，两者都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

者的积极性。当前我们主要面临的是前一问题，后一问题虽然就目前来看也许并不突出，但是对

此应该要有前瞻性。一些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已经有了不少反面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防患

于未然。其二，就动态性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随着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而发展。这也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现在我们的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侧重于基本民生服务，强调对生存发展的 “底线需求”予以保障。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二是均等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均等化是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均等化，这就意味着均等化只能是大致均衡。绝对平均既无可能也不

必要，将其作为目标强制推行甚至是有害的。综合这两个方面来看，发展和共享是互利互生，也

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永远只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实现，任何时候都

不能懈怠。其三，就与具体国情之间的适应性而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立足于本国国

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走自己

的道路，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提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性理念，不可能有

现成的实现方案。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对于国外的先进做法和已有经验当然要

虚心学习广泛借鉴，但更主要的，还是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从具体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艰苦探索。
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靠生搬硬套是没

有出路的，中国人民应该探索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三、人的尊严: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归宿

如果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67
的话，那么任何人

类历史的最终目的也只能是存在着的有生命的个人。就此而言，人是一切人类历史活动的出发

点，也理应是一切人类历史活动最终的意义载体。康德认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人应该始终

都是目的本身，并由此形成一个理想的目的王国，而 “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

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 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

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14］53。把人的尊严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文

明发展的一大重要成果，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设定了某种终极价值。正因为如

此，对于一项特定的社会实践而言，人的尊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和维护就变成了具有根本

性的评判标准。
毫无疑问，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

重要实践。以人的尊严作为这项实践的最终归宿，不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以人为

本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尽管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巩固统治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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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出现的①，这里的“人”还仅仅是一种工具，远没有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但是，“以人为本”
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根据这一理念，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必须承认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和价值本位性，也就是要做到发展依

靠人，发展为了人。而人的尊严恰恰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本位性的高度概括与提炼。从这个意

义上说，党的执政理念本身即体现了人的尊严的至上性，而要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中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必须将人的尊严作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最终归宿。不仅如此，

以人的尊严作为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归宿，也为展开对这一工作的合理评价提供了具

体的微观基础。尽管我们不否认各种综合计算的量化指标对于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行状况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执行状况，绝不仅仅在于指标完成得怎么

样。最终的标准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要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是否真正让

人们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体验、更强的尊严感。那么，以人的尊严作为最终归宿，对于实际推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过程维度来看，以人的尊严作为最终归宿，意味着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在文化心理层面，还应该体现制度设计的人文关怀。尊严的

实现既需要体面也需要认同。其中前者更多地指向物质层面即生存性需求。生存性需求得到满

足，具备在所处社会里被认为是基本的生活条件，这应该是任何一个人过上体面生活的必要前

提，这个前提同时也构成了实现尊严的起点。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物质条

件、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还能有尊严可言。当前，我们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中，将重点放在养老、就业、医疗等基本民生性服务的均等化上，应该说就是为每一个人的体面

生活提供一个基础性的物质保障，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且也应该继续深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

应该注意到，从尊严的实现也需要认同的角度来看，仅仅有基础性的物质保障是不够的。认同是

一个观念问题，与之相对立的是歧视与排斥。尽管对认同的需求由于更主要地涉及文化心理层

面，因而没有基本物质需求那么直观、易于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认同对于尊严的实现和维护

而言同样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关

注于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重视社会成员对于认同感的需求，注意

减少歧视和排斥，特别是要防止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行过程本身带来的歧视和排斥。以正式

程度为标准，可以将认同分为制度性认同和非制度性的社会认同，其中制度性的认同由于对社会

认同具有带动和促进作用因而更为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必

须重视体现制度设计的人文关怀。具体而言，一是要从整体上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化

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其制度层次。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应

尽的责任，这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施仁政”，更不是哪一个掌权者的恩赐。要使这一观念真正得

以确立，就必须使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到更加制度化的保障并最终成为一种法定权

利。二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要注意避免对社会成员造成心理伤害。上文提到，推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要有几个“倾斜”，其中包括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倾斜。这类群体所面临的生存

困境往往是物质和心理的双重困境。如何使他们通过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物质困境

得以缓解，同时也能够走出心理困境，或至少不因此而加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事实上，“全

面地重视物质和心理这两方面的制度性伤害不仅有助于帮助社会弱者，而且更有助于在一般人际

关系中形成一种与好社会相称的社会伦理规范”［15］276。这是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
从目的维度来看，以人的尊严作为最终归宿，意味着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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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维持一个基本的体面对于人的尊严来说是不可或

缺的，但尊严的实现绝不仅限于此。人的尊严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的，因而每一个人也都同等珍贵。正因为如此，实现人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转化为实现每

一个人平等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在罗尔斯看来，有尊严

的生活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是确信自己的生活理想是有价值的; 其二是自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意

图。［4］442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理想以及实现其理想的能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并且必须借助于这些条件理想才能得到实现。事实上，这也

正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意义所在: 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来继

承已有的社会发展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个人生活愿景以及实

现愿景的能力; 而每一个人生活愿景的实现过程，既是其能力进一步扩展的过程，也是个人不断

解放的过程。由个人的不断解放促进社会的不断解放，这也就是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294。就此而言，将人的尊严作为推行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最终归宿，就不能只看到基本生存需要。尽管就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这种关注是绝

对必要的; 但是从实现尊严的角度来考虑，则有局限。如果说尊严的实现最终有赖于自我价值的

实现的话，那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则必须以多种需求的满足为基础，除了生存之外，还包括知识、
成就以及丰富、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产生自我实现意义上的人的尊

严。正因为如此，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即便是关注基本需求的满足，也应该着

眼于每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是为了造就均等化的人，恰恰相反，而

是要促进每一个人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也是以人的尊严作为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最终归宿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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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qualization as the Valu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Justice，Sharing and Dignity
ZHANG Xian-ming，GAO Guang-hui

Abstract: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nvolves the designs of its objectives and the choice of methods．
It may also influence the specific arrangements and potential trend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nly by clarifying
that equalization is the value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can the ideas be adapted and the consensus be achieved，so that
som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levant conceptual designs are provide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social justice is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for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econd-
ly，sharing achievement is considered as the core concept to realiz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Thirdly，hu-
man dignity should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Keywords: social justice; sharing achievement; human dignity;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Philosophy: Serving for Human Happiness
HE Lai

Abstrac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o seek the justified existence of philosophy，which has bothered us
nowadays．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how to comprehend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life，namely，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philosophy is the“master”or“servant”of human happiness． The history of philoso-
phy shows that traditional philosophy represented as metaphysics regarded“master human happiness”as its mission，

which has led to the abstraction of people in both thinking and life． Consequently it causes the dilemma of philosophy
and catastrophe for people’s thinking and life． It is a significant awakening for philosophy to get rid of and give up the
desire to“master”the happy life of people but“serve”human happiness instead，which is the prerequisite to the keep
the promise that philosophy has made: serve the mankind．

Keywords: philosophy; the justified existence; happy lif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GU Hong-ming’s Historical Activities
LIU Zhong-shu

Abstract: As a“sacred cultural monster”with his unique personality and thoughts in Chinese neoteric and moder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GU Hong-ming phenomenon”presented by GU Hong-ming himself is the outcome of a
specific historical era． In spite of certain problems，the politic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y he had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the order of good governance”and“the way to be gentleman”reflect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s and spirit，in his efforts to explain Western classic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criticize Western modernity． “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the order of good governance”and“the way to
be gentleman”are not only the ideological basis to interpreted GU Hong-ming’s humanistic spirit，but also the funda-
mental basis to understand his historical activities．

Keywords: Chinese neoteric and moder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GU Hong-ming; the“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 the“order of good governance”; the way to be 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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